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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浙江新学的发展与报刊的勃兴

李灵革

摘　要：自１９０６年清政府开始实行新学后，浙江的新学发展一直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新学造就了

大量具有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青年学生，他们不仅成为了浙江报刊发展的潜在读者，而且许多人在

社会变革中，投入办刊的洪流，直接成为报刊的创办者与编辑者，推动了浙江民间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尽

管浙江报刊的勃兴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新学的兴起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也使得浙江报刊在

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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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端最早的几个省市和地区之一，早在清咸丰四年 （１８５４年）美国传教
士便在宁波创办了 《中外新报》，１８９８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允许民间办报后，浙江成为全国白话报的中
心之一，《杭州白话报》、《宁波白话报》等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但从数量上来看，浙江的民间报刊

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未能形成一定的规模。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之后，直至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浙江的民
间办报迎来了办报的第一次高潮。

考察浙江近现代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勃兴，无疑与清末民初浙江政治、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

自清末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之下，变法维新、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五四运动此起彼伏，浙江无论在维

新运动、辛亥革命还是五四运动中，都涌现出许多重要的政治活动家与思想家，如秋瑾、施存统、陈

望道、经亨颐等人，他们兴办报刊、宣传革命，推动了报刊的兴起与发展。同时，浙江的经济也是刺

激报刊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鸦片战争之后，浙江便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到民国初年，浙江的民族

工业中的棉纺织业、丝绸业等传统行业开始恢复并有了很大的发展，１９１５年浙江全省从事针织品制造
的厂家大大小小有２７４５家，共有１１３５５名工人，生产衬衫衬裤、手套、袜子、汗衫等，年产值８７４９
万元，制造的厂家数占全国各省的第四位，工人数占第二位［１］。１９１８年左右，浙江兴办了杭州振华布
厂等大小近３０家棉纺织厂，浙江的纺锤总数居全国第三位［２］（９２）。除传统轻纺工业外，机械、电力、能

源等企业也纷纷创办。１９１２年长兴煤矿创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建电厂达７０余家［２］（１０２）。此外，

如碾米、造纸、玻璃、织席等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浙江的资本主义商业也出现了勃勃生机，１９０９年，沪杭铁路全线通车，
杭州城站成了客货的枢纽，随之一大批旅馆、饭馆、照相馆在城站相继开设，使城站形成以接待旅客

为主的新商业区。辛亥革命后清朝八旗兵在杭州的驻防营地也被改造成以商业和旅游业为主的新市场。

加上原有的以经营木材柴炭为主的江干市场，以米行、纸行、箔行和鱼市场为主的拱墅市场，和从鼓

楼至官巷口的旧市区一个内外相连的大商业网在杭形成了。繁荣的工业、商业经济，为报纸的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经济条件，保证了办报资金来源及其广告收入。

除这些因素刺激了浙江的报刊发展之外，清末民初，浙江新学的兴起，也是促进浙江近代新闻事业

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



浙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１８卷

一、科举的废止与浙江新学的蓬勃发展

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清廷诏准自１９０６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并令全国开办新学。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浙江省由于地处东南沿海，经济殷实、民风尚学，迅速形成

兴办新学的第一次高潮。从兴学的地区分布看，浙北的杭嘉湖平原，浙东的宁绍平原以及浙南的温州

等地起步较早，所办学堂也多，而浙西、浙南山区和沿海岛屿相对滞后。就办学的情况分析，官办的

数量远远不及私人兴办或集资兴办学堂的数量多，这表明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士绅、商人，充当兴学

的主力军。据 《浙江教育官报》资料表明，１９０７年，浙江省普通学堂、中学小学堂与女学堂蒙养院的
数量为１１２０人，学生数为３９２８５人［３］。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宣告了封建制度的终结，开辟了中国资产阶级教育发展的新时代，民国
成立后，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以培养共和国国民健全人格为宗旨的民国教育方针和壬子癸丑学制，在

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轨的过程中跨出了崭新的一步。

民国成立后，教育界要求推行义务教育的呼声愈益强烈，教育部于是确定初等小学４年为义务教
育，遵照政府的决定，浙江省计划到１９２５年止，每个乡镇普设国民学校１所，并具体核定各县应增的
学校数。１９１２年，浙江省小学数６１０３所，学生数２６２２９５名，由于各方力量的推动，１９１９年，浙江省
小学数为９８２４所，学生数为４１９５４５名。［４］（４２１）在中等教育方面，自清末兴学以来，中等教育由３种类型
的学校组成，即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民国初年，这３类学校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进一步的
发展，普通中学在原有１１所省立中学的基础上，新建了一些县立中学和私立中学。在一些条件具备的
地方，如永康、诸暨、瑞安、吴兴、东阳、嵊县等地先后建立了县立中学。在杭州、绍兴、宁波、舟

山、金华等地新办了一些私立中学。其中，由陈训正等人联络士绅开办的宁波效实中学，由于对各科

要求较部定中学课程略高，以注重教育质量而闻名，１９１７年起与上海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校订约，
凡效实中学毕业生可免试保送入学。１９１９年，由上虞富商捐资２０万在白马湖畔所办的春晖中学，集聚
了一批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老师，如朱自清、丰子恺等，又邀请蔡元培、何香凝等人到校讲学，并

在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诸方面进行改革，一时声誉鹊起，有 “北南开，南春晖”之誉。有资料显示，

１９１２年浙江省小学６１０３所，小学生人数２６２２９５人，至１９２１年，浙江小学数量达到１０６８８所，在校生
达到４８１６０３人。［５］（２０３）另据第一次 《中国教育年鉴》资料，至１９２６年，浙江的普通中学也有了长足的
发展，学校数为４７所，在校生８７１２人 （其中高中生２０９５人），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已有普通中学，
在全国各省中排列居前。［５］（２７５）

中、高等技术专科和高等院校在这一时期也纷纷成立。１９１２年８月朱瑞、吕公望发起创办了浙江
体育专门学校，同年１２月朱瑞还开办了兽医养成所。１９１３年浙江中等工业学堂改名为浙江公立甲种工
业学校；１９１４年之江学堂更名为之江大学；１９１７年１２月，浙江省立甲种森林学校在严州 （今建德）建

立；据统计，到１９１８年，浙江省设立的实业学校共有３４所，学生数达２５４２人。在师范教育方面，到
１９１７年，浙江省共建立了近 １１所师范学校，还建立了杭州、绍兴、宁波、吴兴、处州等女子师范
学校。

二、大众教育的普及直接推动了浙江报业的勃兴

这些新式学校的出现，给这一时期浙江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带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学生数量和识字人数的增加，为报刊提供了大量的阅读者，间接推动了报业的兴起与发展。

“在早期传播发展中，阅读公众 （ｒｅａｄ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的发展之所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得益于许多因素，
首先就是教育。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阅读得越多。１８７０年 《教育法》实施后，大众教育迅速普及，也

由此带来了阅读的普及，并因此推动了英国出版社、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８］我们可以以此比对浙

江报业的发展情况，在１９０７年，浙江省在校的学生数仅为３９２８５人，但到了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１年，浙江
小学中学在校学生总数达到３６２４３９人，１０多年间，人数几乎翻了９倍多。在这其中，还不包括清末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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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办的简易识字学塾，１９１０年，清政府学部颁布 《简易识字学塾章程》，规定简易识字学塾开设国

文，国民道德、算术３门课，并授习字和体操，旨在使民众明人伦道德，掌握应用的知识和技能，学习
年限为３年以下，１年以上。浙江省根据清政府的旨令，订出指标，大县办１０所，中县办８所，小县
办６所。根据计划，全省７８个厅州县应设立简易识字学塾 ６２０所，各地积极性很高，实际设立１０５７
所，入学民众３２０５９人。［７］这些简易识字也增强了一般民众的基本阅读能力，为报纸提供了许多基础和
潜在的读者。１９０１年，随着 《杭州白话报》的创刊，在其后的１０年间，伴随着新式教育的起步，浙江
省的报纸以白话报为主体，分别在宁波、绍兴、湖州共办起了１１份报刊，但总体报纸数量有限。１９１１
年之后，一直到１９２１年，这１０年间，随着报禁的开放，识字人数的增加，新思想的涌进，浙江新闻事
业发展迎来了第一次高潮，这段时间浙江共办近百份报纸，发行遍及全省各市县，甚至一些乡镇也办

起了报纸，如１９１２年８月在浙江海门创办的 《赤霞报》。

其次，新式教育的改革与提倡 “西学”，为近现代浙江报刊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氛围。

清末新式教育要求，在中小学设立西学课程，许多学校因此取消了经学，根据时代的精神，设置了

大量的西学课程。在浙的中小学普遍开设数学、美术、外语、物理化学 （格致）、手工、音乐 （唱歌）、

体育等。有的中小学甚至在课时安排上，有意加大西学的内容，增加教育行政部门未规定的课程。在

大学里，更是广泛开设政治学、经济学、生物学、地质学等现代化的专业课程。西学课程设置的系统

性、创造性，使西学逐渐成为教学领域的主角。这些课程的设置，使得西学的精神以及思想播种在了

中小学生的心目之中，不仅使学生更易接受辛亥革命与五四时期报刊上有关启蒙与革命的传播，而且

成为报刊的编辑者，推动这种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另外，在教学改革上，浙江省的国文教学改革一直

走在全国的前列。求是学院的监院劳乃宣大力提倡文字改革，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创设注音

字母，这为开通民智、普及文化，推动白话文以及其他报纸的发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在浙江，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近现代学生群体，这些学生思想活

跃、热情洋溢，对浙江近现代报刊发展甚至政治的走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大、中

学生纷纷投入到各种政治活动中，积极办刊，许多教师也参与指导，形成了浙江报刊发展的第一次

高潮。

从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２６年间，在省城杭州，共创办了各类期刊约６０多种，而其中学生刊物就占了 ２４
种。这其中，由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和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在１９１９到１９２２年间办的刊物有１３种，如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钱江评论》、《浙江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半月刊》。另外，浙

江省甲等工业学校，浙江女子师范和杭州法政学校的学生也办了自己的刊物，如 《晨钟》。这些刊物，

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

在宁波，当时共有 １３所中等学校，在 “五四运动”中，四中学生在教师洪樵艶带动下，组织了

“殖群社”，由学生张传畴、盛在皀负责。私立效实中学也组成 “效实学生自助会”。四中和效实中学成

为学生运动的主要力量，并建立起了宁波学生联合会，创办了 《宁波学生联合会周刊》以及 《效实学

生自助会周刊》，成为学生刊物中的翘楚。

在温州，当时尚无大专院校，只有４所中等学校：浙江省立第十中等学校、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
校、艺文中学 （基督教会所办）、瓯海甲种商科职业学校。“五四运动”中，６月４日，４所中学学生联
合成立了 “东瓯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由第十师范学生陈化熙任会长。学生们也自发创办了 《新

学报》、《瓯海新潮》、《浙江十中周刊》等刊物。

这一时期的教师，在学生洪流的挟持之下，也积极地参与办刊，或者指导学生办报办刊。由教师创

办的刊物有 《新我》、《教育运动》、《吴兴女学界》、《教育旬刊》等刊物。另外，学生在办刊中，还经

常会得到教师的帮助。比如浙江一师的陈望道，五四运动爆发后，受国内革命风潮的感召，从日本回

到杭州，经浙一师校长经亨颐之聘，在浙一师当语文老师，陈望道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之后，与夏

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三位语文教师一起锐意革新，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 “四大金刚”。在他

的指导下，学生创办了 《双十》半月刊，后来又改为 《浙江新潮》。后来，陈望道还帮助学生创办了

《钱江评论》，成为浙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再比如绍兴旅杭学生会所办的 《越声》，得到了教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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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朱自清的帮助，创刊之时，朱自清亲自为其写了发刊词。

三、迅猛发展的浙江新学与风格独特的浙江报业

清末民初浙江新学的发展，给浙江报刊的勃兴培养了大批受众和传播者。由于浙江新学在这一时

期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特有规律，使得浙江报刊的发展，具备了与其他各省报刊发展不同的特点。

首先，浙江新学发展快，覆盖广，受其影响，浙江省办报的地域范围也相当广，各市、县，甚至一

些乡镇都办兴起了办刊的热潮。

如前所述，在浙江省政府和民间办学的推动下，浙江虽然人口不多，但新学发展速度惊人，浙江中

小学校学生数在全国各省中居第五位。在新学创办的第一时期，也就是辛亥革命前，经济发达地区的

学堂已大批兴办。根据１９０７年统计概况来看，兴办学堂最多的是宁波府属的慈溪、奉化，绍兴府所属
的山阴县、萧山县、嵊县，台州府所属的黄岩县，温州府的乐清县、平阳县以及海宁州。从民国建立

到五四新学的第二时期来看，全省各地中小学数大量增加，如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遂昌，民国成立

前仅有小学１９所，１９１９年增加到７４所，有石乡之称的青田县，１９１３年仅有小学２６所，１９２３年增至
１０５所。［４］（４２１）遍布浙江各地的中小学，为浙江报刊的发展提供了优秀的编辑者与阅读者。从１９０５年始，
浙江许多县都出版报纸，如永嘉的 《温州大公报》、《新学报》，诸暨的 《诸暨民报》，平湖的 《平湖日

报》、《平湖新报》，临海的 《赤城日报》，海盐的 《澉浦报》，桐乡的 《新桐乡报》，上虞的 《春晖》，

新昌的 《新工昌》，奉化的 《新奉化》等等。在一些发达的乡镇，甚至也有学生创办了宣传进步思想的

报刊，如由沈雁冰在家乡乌镇创办的 《新乡人》等。

其次、浙江新学培养的中小学生数量众多，因此，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中，这些学生迅

速走上历史舞台，使得这一时期的浙江报刊数量迅速增大，但办刊时间较短。

青年学生思想活跃、特立独行、激情澎湃，但同时容易冲动，缺乏耐心，经济上没有独立，容易受

到挫折打击。前一种特点，使得他们在中国历史剧变，特别是五四运动中，迅速行动起来，创办了大

批的进步刊物，后一种特点，也使得许多刊物办刊时间短暂，迅速夭折。

五四时期，由于政府、学校对学生运动持保守态度，学生自发的爱国活动得不到政府与学校的支

持，因此，在资金来源上受到很大的限制，许多学生救国联合会只有通过学生的节俭与其他地方来的

捐助举行活动、进行演讲并创办刊物。如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生为了支持爱国运动，中西女

校全体女学生，均 “减去早餐，储资捐助学生联合团体公用，并于每晚开会祈祷，冀获神庥，挽救中

国危亡。”［８］浙江也与天津的情况类似，学生常常节衣缩食，靠其他爱国人士的捐助来创办刊物，进行

爱国运动。因此，资金上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加上政治上受到官府的打压和限制，因此办刊时期都

非常短暂。《警钟报》、《椒江日报》、《金衢严公报》、《衢县商报》、《东浙日报》、《浙江青年团月刊》、

《救国旬刊》、《东阳学生联合会会刊》、《新东阳报》、《浙江新潮》、《救国讲演周刊》、《钱江评论》、

《民铎日报》、《曲江工潮》、《乍浦评坛报》、《平湖新报》、《绍兴教育界》、《稠州嘉言报》、《瓯报》、

《瓯括时报》、《责任》、《义乌新报》，都是只办了几个月便夭折了的。有的甚至在创刊的第二个月便停

办了。《浙江学生联合会周刊》，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创刊，同年１２月停办。《钱江评论》，从创刊到停刊也只
从１９２０年１月至６月办了半年多，共出了１３期。其他学生刊物如 《浙人》、《新学刊》、《效实学生自

助会周刊》、《救国讲演周刊》、《晨钟》、《进修团团刊》、《越声》等办刊时间都未超过一年。

第三、浙江新学的教师中，有大量来自日本的留学生，这些老师不仅自己办刊，而且影响了大量学

生，使得五四时期的报刊政治上狂飙突进，走在全国思想的前沿。

浙江省派遣留学生赴日本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居国内领先地位，１８９７年，清政府派遣的
日本留学生中，就有杭州蚕学馆的汪有龄等２人，此后，浙籍留日生不绝于途，据１９０１年底统计，中
国在日留学生２６９人，内浙江３９人，居第三，另女子留学 ３人，内浙籍 ２人。另据中国留学生会馆
１９０３年编发的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中统计，１９０３年３月至１１月间，浙江留日学生有１５１
名，毕业１７名。民国初年，浙籍留日学生数仍居高不下，１９１３年，浙江留日学生官费为１６０名，１９１６
年１１月，在日本的浙籍官费生有１２４人 （全国共１８２４人），列省际第四位［９］，而１９１２—１９２５年间，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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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官费留日生共有２７４名。这只是官费的统计，而实际上，当时赴日留学大多为自费生，如１９２６年浙
江留日学生同乡录上，有各种人员１０３８人，只不过由于自费生队伍构成的复杂，在统计上稍显困难
罢了。［１０］

这一时期中国的留学生，留欧美的大多学习技术，而留学日本的却是为了变法维新，从政治上改变

中国，使其繁荣富强，因此这些人的思想异常活跃，政治热情高昂。例如，曾经创办杭州女子学校和

《杭州白话报》的陈叔通，曾中过进士，被授为清政府翰林院编修。１９０４年东渡日本留学，入政法大学
攻读政治法律。１９０６年回国后在杭州参加反清革命组织，五四时期的许多学生、刊物都受到这些留日
学生的影响。再比如帮助学生创办 《浙江新潮》的陈望道、夏硏尊、李次九，都曾留学日本。而当时

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经亨颐也曾留学日本，其所聘的教师李叔同、鲁迅等人都曾留学日本。

在这些教师的指导下，浙江创办出在五四时期著名的刊物 《浙江新潮》《钱江评论》，其中，由省立一

中和甲种工业学校创办的 《双十》杂志，后来改为 《浙江新潮》周日刊，在第二期中，发表了施存统

写的 《非孝》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施存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历来主张孝道，“百善孝为先”，

如果我爱母亲，可是父亲虐待母亲，我要对母亲尽孝，就要反对父亲；可是，对父亲同样要尽孝，我

又不可能反对他。我该怎么办？文章阐明了：要求 “父慈则子孝”，不可片面地苛求儿子尽孝这样一种

观点。文章刊出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军阀政府和省议会的议员老爷们大为震惊，认为这是洪水猛

兽、大逆不道的邪说。最后，竟下令停刊 《浙江新潮》。甚至校长经亨颐也被迫辞职，引发了学生抗议

政府的一师风潮。

五四运动以后，在 《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无产阶级报刊和留日教师的影响下，一些激进的民

主主义知识分子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也影响了部分优秀的学生和一些浙江的知识分子，在他们

所办的刊物里，也开始自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如在曾经翻译过 《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

的帮助下，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创办的 《钱江评论》，发表的文章有 《新青年的新建设》、《“社会共产主

义”与 “人情”》、《中国人与社会革命》等。该刊第九号发表的 《浙江学生联合会答俄国劳农政府

书》，还热情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对苏俄宣言最早的反应之一。

近代报刊的产生、发展、转型，都与受众、传播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清末民初这一中国历史

“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由于新式教育的产生，诞生了一大批深受西学影响的中青年学生。这些青年

通过参与社会变革、从事教育、参加办报等活动，逐渐完成了从旧式知识分子向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型。

一部分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而通过办报宣传、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从而推动了浙江报刊发展

的新一轮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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